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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
的传统文化根基

泓 峻，陈梦晖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

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

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

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

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

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

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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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殊领域，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华

美学精神以及中国古典文论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深深地介入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打上了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然而，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不到位，在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进行研究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研究角度，是随着中共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提出来之后，才逐渐凸显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 6月 2日

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对于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文论的认识同样如此。因此，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历史关联这

一角度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真实过程，全面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文论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走向，建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选取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都十分重视的文艺家修养论这一视角，考

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契合与共振，并就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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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艺家修养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认为文艺家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文化修

养、道德修养、艺术修养对其艺术上的成就的取得至关重要。而文艺家的修养，无论是政治立场、

理论水平、文化视野、道德水准、审美眼光、艺术技能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另一方面，

文艺家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知名文艺家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

这也对文艺家的修养提出了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提高文艺家

的修养作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举措，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

功课”，“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

位，做到德艺双馨”①。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很早就开始强调革命的文艺家应当具备进步的世界观。鲁迅

在 1927年写的一篇杂文中谈到“革命文学”的创作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

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

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②尽管在写下这篇文章不久，鲁迅便与太阳社、创

造社里年轻的理论家们就“革命文学”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但这段话表明的文学观念，与太阳

社、创造社中的理论家钱杏邨、李初梨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李初梨在《怎样底建设革命文

学》一文中说，“假若他真地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

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

证法”③。换句话讲，就是要想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鲁迅与太阳

社、创造社理论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文学家的主观条件决定了他们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文

学作品，而这正是文艺家修养论的逻辑起点。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毛泽东要求进步作家“站在无产

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党员作家“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

党的政策的立场”④。他告诫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

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⑤，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

一片。

从鲁迅的成为“革命人”，到李初梨的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再到毛泽东的“和工农兵的思想

感情打成一片”，他们对文艺家提出的要求，虽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属于世界观方面的要求，

而作家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需要培养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看

来，世界观的培养是文艺家个人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且，正确的世界观的获得，既需要

理论学习，也需要在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加以磨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

指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⑥；而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

的胡风看来，作家的思想立场“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

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⑦。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文艺家需要具备的另一个重要修养是道德修养。周扬在一次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②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③李初梨：《怎样底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⑦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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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谈到青年作家的成长时，就要求他们不仅要提高政治修养、文学修养，而且还要成为道德品

质优良的作家①。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也总是把文艺家的道德修养

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强调。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指

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②，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

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③。2021年 12月 14日，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将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问题作为对作家提出的

五个期望之一专门进行了强调，希望文艺家们能够“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

值”，“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④。习

近平总书记的作家修养论不仅把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问题与文艺创作的繁荣，文艺精品的产生联系

起来，而且认为作为文艺家还有责任有义务成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道德方面为社会树立榜样。

因此，他要求文艺家“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⑤。

文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20世纪许多以自由主义观念、审美主

义观念为支撑的西方文艺理论流派，大多都有“去道德化”的倾向，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也通过自己

的作品与各种场合的发言，不断表达反道德主义的立场。受此影响，在中国也经常有人反对对作

家提出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把文艺家应当对社会道德建设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看成是对其创作

个性与创作自由的束缚；把突破公共道德底线，看成是文艺家的“勇气”甚至是特权。文艺领域存

在的许多乱象，实际上与这种错误认识直接相关。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强调艺术作品要

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强调文艺家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带头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因此

对作家的道德修养始终都十分关注。

而且，关注文艺家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关涉文艺问题

的时候，把文艺家修养论作为理论重点，这本身就颇具中国特色。即便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而

言，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谈及艺术问题时，有时候也偶尔会涉及

文艺家的修养问题，但都没有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那样把这一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上反复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一理论特色，与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儒家的文艺思想却

有很高的契合度。

二、中国古代文艺家修养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契合 
实际上，无论是强调世界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还是强调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都与儒家诗学一

直在思考的文道关系问题，以及后来提出的“文以载道”这一理论命题在理论着眼点与理论思路上

有诸多一致之处。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无论今人如何认知和评价传统文艺思想中的‘文道’说和‘文以载道’说，

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却是‘文’与‘道’‘德’等观念的统一是古代儒家‘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

并且成为中国文学价值观的内核或曰基因”⑥。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道是贯通自然界、人类社

①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

④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⑤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6页。

⑥党圣元，刘伟：《试论先秦儒家文道观的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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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而文章（文学）不过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作家内心

存在的道的呈现。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命题，“文以载道”首先强调的是文道贯

通，而文道贯通的前提则是创作主体对道与德的认同。这为中国古典文论重视作家对形而上的道

的体认，以及论及作家个人修养时的道德主义倾向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孟子讲知言养气，一方

面强调气是充满天地之间的，另一方面又讲天地间的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

一个人的内在德性，向虚与形而上的道与气相接，向实则表现为日常的行为、言辞与文章—首要的

是行为，其次是言辞与文章。在言辞—行为—内在的德性—形而上的道之间，构成一种既相互贯

通，又由低到高的层次，因此，形而上的道与内在的德性便对文辞文章起着决定的作用。《礼记·表

记》中说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①，就是依据上述层级关系在谈论内在的德

性、外在的行为与言辞之间的关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②，把艺排在最后，也

表现出典型的道德中心论倾向；西汉刘向《说苑·修文》指出“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③，直

接阐明了德面对文时的优先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文学家的创作设置了原道、征圣、宗经

的路径，将形而上的道、因体现着道的精神而具有内在德性的圣人，以及既体现着道，又体现着圣

人内在德性的经作为后世文章追寻的目标，并强调“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实际上是把道—德—行

—文的关系更加具体化了，而原道、征圣、宗经的过程既是陆机说的“沿波而讨源”的过程，更是文

学家提高修养的过程。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把道称为文之根，把文称为“道之外”，要求学文应先

在道上下功夫，“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④；直接提出“文以载道”说的周敦颐也讲“文

辞，艺也；道德，实也”，认为“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⑤。这些论述，其实也是在

从文艺家修养的角度谈论文道关系的。可以说，发端于中国先秦思想家的文道观，在中国古典文

论发展过程中，被一路发挥铺展开来，作为中国文论的底色，必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 20
世纪中国文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文论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教化”，包括“诗教”与“乐教”。教化说首先涉及的是文艺的功

能问题，但教化能否成功实施，则涉及教化者的威信。因此，儒家学者在如何实现文学艺术的教化

功能这一问题上，除了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雅正外，也十分强调教化者作为师的表率作用，对

实施教化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方面的要求。《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

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⑦“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⑨等等，其实都涉及对文人的道德要求。儒家学者认为，教化实施的最

佳途径，是实施教化的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对下层民众心怀仁义之心，这样才能“以上率下”，

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教化的内容。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文艺家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崇高价值的传播者，是高度契合的。在这一点上，中

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当明显的。

当然，文艺家的修养是一个由思想、道德、知识、经验、艺术才能等等组成的复杂系统。针对作

①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4页。

②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页。

③刘向编，王天海，杨秀岚译注：《说苑》，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00页。

④（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00页。

⑤（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页。

⑥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页。

⑦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8页。

⑧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1页。

⑨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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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修养问题，1954年7月1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第7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学

习政治理论和古代文学遗产的参考书目，书目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

两个部分，理论著作部分 21种，中外文学名著 137种。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文艺家的理论修养与文

学文化修养。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

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①，涉及的方面包括理论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文学修

养。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还特别强调作家的社会阅历，强调作家“读懂社会、读透社

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②，并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的历练对作家成长

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陆机与刘勰都十分重视作家的知识储备

与对经典的阅读，要求作家“颐情志于《典》《坟》”③，“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

怿辞”④。唐人论诗强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因此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也”，但同时又强调“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⑤。他们讲的读书穷理，实际上已经涉及作

家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文学艺术修养诸方面。叶燮讲作家要有“才胆识力”四个方面的素养，同

时认为识在其中起着贯通的作用，“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

有以自信”⑥，而作家的识一方面来自于书本，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阅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

书》中讲“《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⑦，韩愈讲，“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

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⑧，都是强调过于优渥的生活对文学创作而言未必

是好事，生活的磨难则可以成就一个好的文学家。因此可以说，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

丰富的社会阅历，包括艰难的生活处境对作家创作的积极影响，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贯

立场。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

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的差异。虽然西方文论中也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但自古希

腊起就更重视诗人对“真”而非“善”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便讲到作为“技术家”的艺

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因为“前者知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⑨，这导致西方文论传统更多围绕求真的维度，而非向善的维度

对文艺家提出要求。

三、对文艺家修养的重视与中国的“崇文”“尚德”传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十分看重文艺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文艺工

作在凝聚全社会思想共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传承创新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强调文

艺家的修养，对文艺家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境界、文化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首先是为了使

文艺能够承担起被赋予的政治、历史、社会与文化使命。文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

中，首先被定位为可以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特殊才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而对中国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2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3页。

③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④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页。

⑤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⑥（清）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⑦班固：《汉书》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⑧（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122页。

⑨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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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而言，具有各自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取得无产阶级的意识，站

稳了人民立场，具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为了取得抗战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单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

够的，还需要一支文化的军队“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

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这代表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期许。在当

今这样一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则强调文艺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②，“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③，并赋予当代文艺以“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④，助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神圣使命。

既然赋予文艺事业如此重要的使命，就必然会对承担这些重要历史使命的文艺家提出相应的

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角度出发，要求文艺家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对自

己的思想来一番改造，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习近平从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⑤“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这些角度出发，强调

“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⑥“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

己”⑦，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

作品”⑧。

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有人着眼于文艺自身的得失，认为让文艺承担政治的、社会改造的、道德

建设的使命等等，是加在文艺身上额外的负担，会对文艺的艺术性造成伤害。旅美学者刘康也注

意到了这一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踏上中国现实斗争的舞台，就把美学从资产阶级的话语转变

为一种有力的革命武器。在此之前，美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话语是完全自律的，而且是和社会生

活相分离的”⑨。然而，他则从审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这一宏大的视野出发，看到了中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性、注重文艺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的现代艺术理论与实

践，在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而认为这一切表明的是中国现代化

不同于别国的特别之处：“中国步入现代性的路途无疑构成了一种不同选择，在此过程中文化和美

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⑩而且，他认为这一选择不能被看作“历史性的时代错误、不规则的偶发事

件、非同步的发展和现代性的畸形”􀃊􀁉􀁓。

刘康的这一思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文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中

的功能定位，决定了文艺家的使命，也决定了对文艺家的要求；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

修养这一特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观察时，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与中国自身的

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刘康在谈到强调审美功利性、注重艺术在意识形态塑造方面的作用这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1页。

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5页。

⑤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7页。

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1-12页。

⑦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8页。

⑧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7页。

⑨［美］刘康著，李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序言，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⑩［美］刘康著；李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序言，第5页。

􀃊􀁉􀁓［美］刘康著；李辉等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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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时，尽管已经声明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主义优先’的中国

传统独特性”①，但是，这一声明本身就证明了“‘文化主义优先’的中国传统独特性”在其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而刘康讲的“文化主义优先”，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文化中崇文的传统。孔子说：“周监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②这里的“文”指的就是一种建立在礼乐基础上的文明形态，而在刘勰

看来，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便是彰显、成就这种文明：“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

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③

而崇文传统与尚德传统密切相关。崇文的核心，是强调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在这种文明形态

中，具有文化与道德优势的文士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优先就是“文治”优先，“文治”

一方面依赖于一个主要由文人继承与阐释的礼乐传统，另一方面依靠同样是作为文人的政治家的

德行，因此“文治”也就是“德治”与“仁政”。教化的成功与否，与实施教化的人是否具有很高的德

性修养直接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初便出现一种带有民本色彩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民”与“王”皆为天之子，

在“天—民”这一对立结构中，“王”与“民”处在同一的位置，“王”不过是因为其道德上的完美，而被

天选择出来作为代理人管理民众的。郑玄在解释《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

命”这句话时，说“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为之首耳”④。虽然这种思想被后世的一些统治

者当成了论证皇权合法性的依据，并逐渐将“天—民”结构中属于“民”一端的“王”移向了属于“天”

的一端，但在先秦儒家学者，尤其是孔子那里，显然更多的是从“王”与“民”皆为天之子这一角度理

解上述关系的。这一观念强调了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道德上的完善。而孟子讲“人皆可

以为尧舜”，一方面是对《尚书》中人皆为天之子这一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孔子人性本善，

而且具有自我为善能力这一思想的发挥。孟子把孔子的人性论做了进一步阐发，搭建了人心向善

的心理基础。儒家学者倡导的德治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另一个

方面则是以自己的德行为社会树立起道德的标杆。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文学承担教化的使命，文人以自己的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成为社会的教

化者，从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明。中国古代文论给文学艺术赋予的功能是多维的，它们不

仅被要求承载形而上的道统，教化社会，在有些时候，还被要求以怨刺或美颂的方式表达政治态

度，通过反映民生状况以“观风俗，知得失”⑤。宋代的张载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⑥的豪言壮语。这些很高的期冀，必然投射到文艺家的修养问题之

上，从而要求他们具备全面的人格修养，丰厚的文化知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高尚的道德情

操。这一切作为一种传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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